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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启示
[bookmark: _GoBack]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历史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寻找救国的武器，掀起了一场旨在引进西方“技”、“器”的洋务运动，标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器物文化之路走到了尽头。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救世的主导文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先进的中国人痛切感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破产和专制政治的腐败，其中政治制度是振兴中华的关键，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这场旨在实现民主的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朝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百日维新，这场以日本近代改良运动为榜样的爱国运动只有103天的生命，以悲剧落幕，表明中国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一是辛亥革命，这场用暴力摧毁封建王权政治的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第一次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建立起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这本来是中国洗刷半个多世纪民族耻辱，振兴中华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天性软弱，袁世凯倒行逆施，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之路。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
救国之路何在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于是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五四爱国运动又促发了整个国民的民族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复苏。一批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转换，将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自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幕开启。
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史表明，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锁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救亡运动客观需要选择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纷繁的各种思潮中，不断地扬弃，用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某一种思想模式内，而是将其拿到能否解决中国最紧迫问题的天平上衡量，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就取之，否则就弃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呈现出进步性，因此，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深浅不一地受到了影响。
在五四时期，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互助论认为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互助论将伦理主义视为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互助本能”的思想是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其底蕴在于人人是天生自由、平等的，毋需借助权威和强制。它的内核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恶”的批判，期盼建立一个人类普遍道德的“善”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欢迎互助论，是因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失望，企图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这两者看成绝然相反的二极，而是努力将其调融在一起。五四运动后，在神州大地涌动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都是这个理论在社会中的实验。但这场企图脱离社会，在工厂、乡村实行共产主义生活，养成“善”势力以达到改造社会的改良运动，在各地实验相继失败。这表明这些思想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可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失败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反省。十月革命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提出既然中国与俄国在国情上有许多相同，那么革命可以在俄国取得胜利，就没有理由在中国不能成功！成功的秘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社会。于是他们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这使他们第一次感悟到，要救国不能局部的改良，应从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实行彻底的改造。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掌握，经济、教育、文化、道德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胜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近代中国的这段真理追求的曲折艰难之旅足以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寻找救亡图存思想利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国情”相结合才能成为救国真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文化史的角度考量，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场向东方文化场转移时，必须与东方文化相融合，也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个改造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它既要超越中国旧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植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既要满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需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救国的真理。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国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导星”。首先他们运用唯物史观，指出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因此，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他们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剖析了中国特殊的近代二元社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时代及认识的局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也是肤浅的，对中国的国情还无法从本质上去把握，思想上也掺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因此在传播、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存在着教条主义，提出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由于没有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武装起义理论，从而导致中国革命遭到两次大的挫折。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代表是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本本，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中国革命才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他和战友们独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中具有创新精神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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